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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土地供给紧缩的背景下，存量产业空间转型成为各地政府构

建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改造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等分布一定程

度上引发了上下级政府间的诉求差异与博弈困境，亟待探索政府纵向协同治理优化的可

行路径。基于控制权理论，结合存量产业空间转型语境，围绕“土地整备—开发建设—

监督管理”的再开发全流程构建控制权扩展分析框架，并以苏州、佛山、东莞为典型案

例，解析三地在存量产业空间转型实践中的多元控制权分配和治理模式，进而探讨控制

权分配的形成机制、治理成本和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地方行政架构、存量转型目标和

不同环节交易成本共同形塑了多样化的控制权分配格局和工具选取策略，并引发相应的

治理成本与内在张力。建议各地基于自身特征和需求，分区分类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控制

权设计，以此优化空间治理格局，促进存量产业空间有序转型和地方经济的持续发

展。

Abstract: Amid the dual challenge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ightened land

supply, the transformative reuse of built-up industrial space has become a crucial

mean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oster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ransformative costs and

benefits has led to divergent attitude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s,

resulting in strategic dilemma. Drawing on control rights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governance patterns within the local government

system across the whole process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land readjust‐

ment, land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land use supervision. Using Suzhou,

Foshan, and Dongguan as case studi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tructures and mecha‐

nisms of control and governan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ilt-up industrial spaces.

It delves into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transaction cost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

gies involved in allocating control righ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loca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goals, and transaction cost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jointly shape the rights configuration and tool selection, resulting in different gover‐

nance costs and tensions. It recommends that local authorities, based on their spe‐

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exercise differentiated and precise control over land

of varying locations and categories. This will optimize the spatial governance pat‐

tern, promote orderly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industrial spaces, and support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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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持续演进

的宏观图景下，伴随着国际形势不

确定性加剧和供应链安全需求抬升，全

球产业链分工加速重构，龙头企业逐步

向垂直一体化转变，大型创新主体向头

部城市集聚，中小型创新主体则趋于分

散化布局[1]。这一方面为各地招引新兴产

业和创新主体，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持

续增长提供了有利契机；另一方面也对

产业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为龙头

企业提供更具规模化、环境优质、配套

完善的产业净地，为中小型创新主体提

供更加高品质、低成本、优服务的空间

载体。

为了有效招引和集聚新兴产业，在

我国日渐收紧增量土地供给和大力推动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当下，各地纷纷开展

存量产业空间转型探索，试图通过盘活

低效工业用地，打造高品质载体，适配

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这一领域受到学

界的广泛关注，早期主要聚焦于工业用

地转型和规划应对策略[2-3]，后续研究开

始通过产权制度、利益还原等理论解析

产业空间转型的政策变迁与作用机制[4-5]，
近年来随着相关实践和研究的持续深入，

大量学者开始关注转型过程中不同主体

间的产权博弈与收益分配，进而探讨制

度完善和治理优化的方向[6-8]。然而，既

有研究主要分析政府和原权利人、市场

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对于政府内部的互

动关系缺乏足够关注，更多时候将其视

为单一诉求的利益主体。

事实上，在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

由于拆迁谈判成本趋高、地方财政压力

加大、产业招商不明朗等多重困难的制

约，地方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与

市级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集中式开发

释放连片土地、吸引龙头企业入驻或打

造高品质园区的导向不同，基层政府更

倾向于通过小规模、分散化、渐进式的

改造来降低工作难度、控制财政风险、

弹性适应市场需求，两者的诉求差异一

定程度上带来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治理张

力和内部博弈，并深刻影响存量产业空

间转型的推进。这背后隐含着存量土地

开发语境下，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固

有矛盾[9]。如何针对政府内部的运作机

理，协调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诉求差异，

推动治理格局优化，成为推动存量产业

空间转型中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那么，政府内部运作的“黑箱”该

如何打开？曹正汉[10]从统治风险的角度

提出“上下分治”的治理机制，周黎

安[11]则针对政府上下级间的发包关系提

出“行政发包制”理论，周雪光[12]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控制权”理论，在

微观层面将政府内部的权威关系和不同

治理模式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具有重

要启示意义。本研究试图借鉴控制权理

论，探讨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政府内部

的控制权如何分配，其背后具有怎样的

形成机制和成本差异，以及如何通过控

制权的合理分配实现更加有效的空间

共治。

下文将首先探讨控制权在空间治理

分析中的重要性和适用性，并结合存量

产业空间转型的具体语境构建控制权分

析框架，然后以苏州、佛山、东莞三个

典型制造城市为例，解析其在存量产业

空间转型中的政府作为、控制权分配和

治理模式，进而探讨控制权分配的形成

机制及其带来的不同治理成本，最后从

控制权的视角探讨地方政府优化存量土

地再开发工作机制、实现纵向协同治理

的可行路径。

1 分析框架：存量产业空间转型

中的控制权分配

1.1 空间治理的微观视角：从产权到控

制权

产权是空间治理的基础，不同主体

围绕产权的互动和分配在微观尺度上形

塑了空间治理的过程[13]。回顾产权的概

念变迁，经历了“财产控制权—权利

束—剩余控制权”的演进过程，在罗马

法时期产权被视为财产所有者对财产拥

有的控制权，进入19世纪后，产权在控

制权的基础上衍生出占有权、使用权、

收益权、处置权等一系列权利构成的

“权利束”，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

基础[14]。而随着企业研究的深入，以哈

特（Oliver Hart）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不

完全契约理论出发，提出“剩余控制权”

的概念，认为现实中的契约注定是不完

全的，产权所有者拥有契约规定之外的

剩余控制权，控制权越大，获得的话语

权和剩余收益越多[15]。总体而言，控制

权是产权的基础与核心，在产权博弈和

利益分配中处于关键位置。

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语境下，政府

始终掌握土地的实质控制权，处于空间

治理和产权界定的核心[16]。增量土地的

产权界定过程形成了自上而下严格的权

威体制，中央政府通过空间区划、指标

管控和计划管理实现对地方土地权利的

初始配置，地方政府通过空间规划、规

划许可等完成二次分配，而基层政府与

原权利人、市场主体等互动的社会场域

则处于末端，是对土地剩余收益的最终

界定[17-19]。存量土地更新则大体经历了

政府主导、政企合作、多方协同的治理

变迁过程[20]，随着城镇化推进和房地产

下行，新国家主义特征不断变化，中央

政府逐步上收控制权，对城市更新的拆

除比、拆建比等予以规定，地方政府则

进一步强化整体统筹和国企参与，市场

投资逐渐收缩[21]，整体呈现控制权上收

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体制场域内的政

府互动和博弈对存量空间改造的影响愈

发凸显，如何理顺政府上下级间的纵向

治理格局，实现宏观意图的向下传导和

基层工作的有效推进，显得尤为关键。

对于政府内部的权威关系和互动机

理，控制权则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解释视

角。周雪光等[12]通过将控制权模型引入

政府内部的组织关系分析，把上下级政

府类比为委托方、管理方和代理方，并

将控制权细分为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

权和激励分配权三个维度，通过考察不

同维度控制权在各级政府间的分布，识

别高度关联型、发包制、松散关联型、

联邦制等不同治理模式①（表1），进而探

析政府内部的互动关系和治理策略。这

一理论模型的提出，逐渐得到规划学界

的重视，并在空间利益博弈、规划治理

机制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方面得到了

一定的应用[16, 22-24]。

1.2 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多元诉求与

控制权分配

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主要是指为满足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拆除重建、整

治提升、功能转化等方式，对存量建成

的产业空间进行改造提升的过程。存量

产业空间转型作为地方招引和培育新兴

产业、扩大地方财税收入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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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面临的挑战和诉求并不仅仅局限于

前端改造环节，而是贯穿了土地开发建

设管理的全生命周期。在前端土地整备

环节，针对存量工业用地的细碎化土地

产权和固化的利益格局[25]，需要合理控

制业主预期和改造成本，推动存量产业

空间的集中化改造和规模化放量，以满

足城市产业招引的需求，同时避免对既

有优势产业造成过度冲击；在中端开发

建设环节，面对激烈的招商竞赛，需要

精准适配新兴产业和人才需求，引导不

同开发主体供给品质化、专业化的多元

空间产品及配套服务，以提高产业空间

的有效供给和招商竞争力；在后端监督

管理环节，需要有效评估土地利用绩效，

强化土地转让和退出管理，保障土地资

源的有效回流和高效再配置。

面对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复杂挑

战和多元诉求，如何优化控制权分配，

有效协调城市政府的战略意图和基层政

府的改造动力，实现存量空间的有效治

理，成为问题的关键。尽管从宏观上看，

存量产业空间转型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和

税收增长，可以为各级政府带来共赢局

面，但是细分来看，不同层级政府间的

成本和收益并不对等。对于市级政府而

言，规模化的产业用地储备可以使其在

招商竞赛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依托更

多的机会土地引入新兴产业，实现经济

总量和税收的增长，而其前期负担的成

本则相对有限。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为

了推动存量产业空间改造，需要投入大

量人力和资源开展前期调查、拆迁谈判、

产业安置、规划设计等，同时承担新兴

产业招引不利、既有产业外流、地方财

政收入降低等一系列潜在风险，成为事

实上的利益受损方。在此过程中，需要

市级政府基于自身特质，把握存量产业

用地改造的核心目标，通过控制权在不

同维度和环节上的合理再分配，实现权

力的上收或下放，以强化要素管控和利

益激励，激发基层政府动力，形成更加

有效的空间治理模式。

1.3 面向存量产业空间转型的控制权扩

展分析框架

对于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复杂的政

府内部互动关系和控制权分配格局，该

如何进行准确刻画？本次研究借鉴周雪

光的控制权理论模型，将其纳入存量产

业空间转型语境，结合地方权力架构和

再开发流程，构建控制权扩展分析框

架（图1）。
首先，考虑到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

市级政府与国家、省级政府的价值取向

基本一致，而与下级政府存在一定的利

益矛盾，因此将控制权理论中的央地关

系分析尺度下移，重点聚焦城市内部的

行政架构，基于市级政府、区级政府、

基层政府在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行为

特征，对应到“委托方—管理方—代理

方”组织分析框架，探析地方政府内部

的纵向互动与协同关系。

其次，基于存量产业空间转型的复

杂性，将控制权分析框架扩展至“土地

整备—开发建设—监督管理”的再开发

全流程，针对土地整备环节的改造空间

和改造规模、开发建设环节的开发模式

和建设品质、监督管理环节的用地绩效

和产权转让等存量产业空间改造中的核

心要素，考察控制权在其中的分配情况。

最后，将各级政府在不同环节的控

制权分解到任务设定、任务考核、评估

激励三个维度，构建控制权分布矩阵，

以此刻画不同城市在存量产业空间转型

中的总体治理模式和微观控制权配置特

征，从而探析政府内部的纵向互动关系

和治理优化方向。

2 典型地方实践中的控制权分配

与治理模式

本次研究选取的实证对象为我国三

个典型工业城市：苏州、佛山和东莞，

三地在产业结构转型和增量土地约束下，

于 2018—2021年间相继启动了全市范围

内的存量产业空间转型工作。由于存量

空间的历史成因和转型目标差异，以及

地方行政架构和治理格局的不同，三地

实践中的转型路径、治理模式和工作成

效呈现显著区别。下面基于控制权扩展

分析框架，对三地实践中的控制权分配

特征和治理模式进行解析。

2.1 苏州：发包型治理的工业用地提质

增效

2.1.1 产业空间的演进与转型概况

苏州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通过集体

资本兴办乡镇企业实现起步发展，形成

知名的“苏南模式”。进入1990年代后，

为了吸引外资企业，由市、县级政府主

控制权类别

目标设定权

检查验收权

激励分配权

中央政府

中间政府

国家治理模式

高度关联型

委托方

委托方

委托方

行为意义

运动型动员机制

失去主动性
有效治理能力减弱

发包制

委托方或协商

委托方

管理方

检查验收策略

执行阶段层层加码
验收阶段合谋行为

松散关联型

委托方或协商

管理方

管理方

象征性权威

委托方角色

联邦制

管理方

管理方

管理方

缺失

委托方角色

表1 政府内部控制权分配和相应的治理模式［12］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rights with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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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存量产业空间转型的控制权扩展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ntrol right alloc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ilt-up industrial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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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连片工业开发区成为主流，通过建

设规模化的产业园区、提供相对完善的

基础配套和税费优惠政策，大幅提高招

商竞争力,同时严格限制开发区内的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从2010年开始，为了招

引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人才，推动经

济结构转型，苏州一方面在外围谋划生

态科技城、太湖新城、高铁新城等一批

重大发展平台，通过提级管理和跨区合

作，整合连片增量土地，打造产城功能

复合的特色新城；另一方面，大力发展

中小型科技产业园，由区属国企负责园

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面向主题产

业定向提供研发、孵化、中试、投融资

等服务集成，吸引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

集聚[26]。
发展到目前，苏州存量产业空间以

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为主，其工业用地占

比达到总量的 64%，园区路网格局和基

础设施较为完善，但功能相对单一，重

生产轻生活，且开发强度普遍偏低。如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平均容积率不足

1.0。为了进一步提高产业用地集约利用

水平，完善园区功能，同时保障实体经

济的长效发展，苏州于2020年在全市启

动了“双百”行动，明确划定 100万亩

（666.7 km2）工业和生产性研发用地保障

线，并要求在 5年内实现 100km2产业用

地更新。通过“三年攻坚”，到 2022年
全市共盘活存量土地81.6 km2，实施低效

用地再开发 69.1 km2，初步达成行动

目标。

2.1.2 转型路径：发包型治理格局与局

部控制权下放

苏州在长久的历史变迁中，逐步形

成“强市”与“强区”并立的权力格局，

更多通过契约式的行政发包制开展各类

专项工作。在“双百”行动中，市级政

府通过发起行动、验收关键要素，同时

赋权区级政府结合自身实际细化目标、

探索多元激励措施，以推动各功能区②开
展具体实施工作，总体形成了“市委托、

区管理、功能区实施”的发包型治理格

局。不过，在存量产业空间转型的复杂

语境中，由于信息获取和治理成本的急

剧增加，区级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部分环节的控制权出现了局部下放和动

态调整，形成更加复杂的权力分配和治

理模式。

（1）土地整备环节：空间管控权上

收、规模任务动态调整

在改造空间方面，为了有效适应城

市转型需求，同时保障实体产业发展空

间，苏州市级层面对存量产业用地改造

的空间控制权进行了上收，设定工业和

生产性研发用地保障线的总量目标，要

求保障线内产业用地改造方向以制造业

功能为主，保障线外的工业用地则逐步

退出（图 2）。进而由各区和县级市结合

自身实际具体划定，汇总到市级层面检

查验收后，作为存量产业空间转型的空

间管控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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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苏州工业保障线管控下的产业空间转
型谋划

Fig.2 The plan for transforming industrial spaces un⁃
der the control of Suzhou industrial conservation lines
资料来源：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苏州高
新区狮山商务创新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2

在改造规模方面，控制权则经历了

从上收到下放的动态调整过程。在“双

百”行动前期，市级政府设定了改造规

模总体目标，并分解至各区和县级市，

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

形成典型的发包型治理模式。然而随着

改造规模的累加和国企债务压力的增大，

市级政府结合实际将改造规模的检查验

收权适当下放，由各区和县级市结合自

身实际落实，转为松散型治理模式。区

级政府则立足各自发展需求，细化制定

改造目标和考核要求，配套系列激励措

施推动存量改造。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由于面临突出的土地瓶颈，其对“双百”

行动高度重视，于2021年出台“三年攻

坚行动方案”，设定了 3年更新 13.3 km2

产业用地的总体目标，并组织编制专项

规划，与功能区协商确定重点改造区域

和项目实施计划，将改造任务分解至各

功能区强化督查考核，同时通过给予资

金奖励、强化融资支持、简化审批流程

等，激发各方主体参与改造的动力，确

保有效完成改造目标。

（2）开发建设环节：开发模式放权

探索、建设要素底线把关

在开发模式方面，市级政府更多扮

演象征性权威的角色，从政策上鼓励市

场主体参与存量产业用地更新，具体开

发模式则由各区乃至功能区结合项目实

际进行决策。区级政府一方面探索国企

运作模式，通过区属国企下沉资金、技

术等资源，确保开发运营品质，如苏州

工业园区通过成立专业化的城市重建公

司，开展低效用地收购与改造、载体开

发定建、社区配套、资产管理与园区运

营等全流程业务；另一方面，通过激励

性政策，对多主体联合改造予以资金奖

励，以此引导成片开发。

在建设品质方面，市级政府主要把

控底线要素，如通过工业用地提质增效

政策，对存量工业用地改造后的容积率、

配套占比、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等建设指

标进行底线约定，并通过掌握控规调整

的最终审批权，避免改造项目突破规划

底线。区级层面则通过细化开发建设标

准、强化实施方案审批和项目验收，综

合把控项目建设质量，引导建设高品质

产业空间。

（3）监督管理环节：提供引导目标

和激励工具，赋能供后监管

对于项目后端的用地绩效评估和产

权转让管理，为避免产生高昂的信息获

取和监督管理成本，市级政府更多发挥

引导和支持作用：一方面设定引导性目

标，如要求推行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

理、强化资源集约利用评价和差异化管

理、加强土地二级市场监管、鼓励各区

和县级市利用国资平台收购存量工业用

地等；另一方面，提供支撑性管理工具，

如制定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

体系，规定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基本内容，

搭建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等，以

此引导区级政府强化改造项目的供后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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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层面则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更

加精细化的治理：一是细化产业准入和

企业评价标准，以契合辖区产业实际和

发展方向；二是与开发主体签订投资发

展监管协议，针对改造项目细化监管要

求以及违约处置方式等，实现更具针对

性的后端监管；三是推行正负双向的激

励措施，对于引进优质企业、贡献超额

税收、实现产业提档等的项目提供额外

资金奖励，对于综合评价得分靠后的项

目，通过差别化用电、用气和差异化监

管执法等措施进行反向倒逼。见表2。

2.2 佛山：松散型治理的村级工业园升

级改造

2.2.1 产业空间的演进与转型概况

佛山存量产业空间是“自下而上”

和“自上而下”两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佛山乡镇经济得到迅速

发展，以村为单位建设的村级工业园点

状分散蔓延。1990年代，佛山在省委支

持下大力推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带动众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促使政府

主导建设了一批工业开发区，以满足龙

头及其配套企业的发展需求；与此同时，

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集体土地

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下得以有效流转

和整合，促使村级工业园爆发式增长[27]。
2003年后，佛山开始严控村级层面新办

工业园，并大力推动集约型工业区建设，

依托国家级高新区整合各区产业平台形

成“一区五园”的发展格局，其后进一

步拓展三龙湾科技城、佛北战新产业园

等创新产业平台，以适应产业向高端化、

规模化、智能化转型的需求。

经过多年发展，佛山村级工业园仍

旧呈现占比偏高的局面，据统计全市村

级工业园用地面积达245 km²，超过存量

工业用地总面积的一半，且园区碎片化、

低效化问题突出。以南海为例，6.7 ha以
下村级工业园占比达 43%，园区平均容

积率仅 0.49，以 44%的用地占比贡献了

10%的工业产值[28]。为了有效消除村级

工业园短板、腾挪产业发展空间、招引

湾区创新要素和高新企业，佛山市于

2018年出台《佛山市村级工业园整治提

升实施方案（2018—2020年）》，确立了

以“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存

量产业空间转型路径。经过持续推进，

至 2023年底佛山已完成 213 km2村改任

务，新建和在建产业载体建筑超3300万
m2，引进一批先进制造业项目，带动了

全市经济的增长。

2.2.2 转型路径：放权强区探索与规模

硬性考核

佛山行政架构具有明显的分权化特

征，其所辖的顺德区、南海区、三水区

和高明区于2002年由原县级市通过撤县

设区而来，尽管部分权限有所上收，但

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具有较强的自

主性，特别是顺德和南海两区作为省级

改革创新试验区，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体

制上被赋予较高的治理权限。因此在复

杂的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实践中，佛山

市政府更多扮演引导性角色，重点发起

专项行动，明确目标方向，并充分放权

顺德、南海等强区先行先试，区级政府

则通过整体统筹，指导镇街具体实施，

形成了“市引导、区统筹、镇街实施”

的松散型治理模式。

（1）土地整备环节：弹性引导改造

空间、硬性考核改造规模

在改造空间方面，市级政府以目标

引导为主，通过出台《佛山市产业发展

保护区划定及城市棕线管理办法》，对产

业发展保护区（以下简称“产保区”）

内的存量产业用地强化用途管控，引导

产保区内的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优先推

进。区级政府则在产保区划定基础上，

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统筹开展专项规划，

谋划村级工业园重点改造区域。例如顺

德通过专项规划，划定20个产业集聚区

和 30个主题产业园，并提出改造提升、

收储发展、复垦复绿等多种改造方式指

引（图 3），作为指导辖区各镇街推进村

级工业园改造的重要依据[29]。
在改造规模方面，市级政府则强化

目标设定和验收考核，如在《佛山市村

级工业园整治提升实施方案 （2018—
2020年）》中明确全市改造总体规模和

各区分任务量，将年度任务完成情况纳

入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和市绩效管理

体系，强化督查考核。各区则在分解任

务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改造计划

和激励措施，全力推动改造工作。如顺

德区将村级工业园改造作为“头号工

程”，在市下达的拆除任务基础上自我加

压改造目标，并将任务分解落实到下辖

各镇街，与干部考核紧密挂钩，发动各

级公务人员下沉到村改项目一线，强力

推动改造工作，同时借助获批“广东省

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

的机遇，针对项目认定、搬迁执法、土

地整理、扶持奖补、一二级联动等方面

系统制定支持政策，为加快推进改造项

目提供支持和保障。

（2）开发建设环节：放权探索多元

模式、多维引导建设品质

在开发模式方面，市级政府以引导

为主，鼓励政府、原权利人、市场主体

等多方参与推进改造工作，由各区结合

实际探索多元改造模式。区级政府则进

一步放权给各镇街，在改造项目实操中，

针对村集体和相关权利人的诉求，灵活

创新和探索，逐步形成挂账收储、直接

征收、政府统租统管、企业长租自管等

10种改造模式，有效促进了村级工业园

改造工作。

在建设品质方面，为保障存量产业

空间转型后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市

级层面从环保、消防、安全生产、国土

规划、住建等方面规定了基础的验收标

准，使各区明确改造方向。各区则结合

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的具体导向，进一

步细化建设标准，引导村级工业园改造

后形成高品质空间载体，如顺德区从美

丽、智慧、生态、安全、人文等方面制

表2 苏州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控制权分布矩阵
Tab.2 The control rights matrix for transforming the built-up industrial spaces in Suzhou

控制权

目标设定权

检查验收权

激励分配权

土地整备环节

改造空间

市政府

市政府

区级政府

改造规模

市政府

市/区级政府

区级政府

开发建设环节

开发模式

市政府

区级政府

区级政府

建设品质

市政府

市政府

区级政府

监督管理环节

用地绩效

市政府

区级政府

市/区级政府

产权转让

市政府

区级政府

市/区级政府

注：表中所列苏州区级政府，包含县级市政府、区政府、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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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详细的建设标准，作为村级工业园

改造项目规划、设计、建设、招商各环

节的审批依据，并通过区联审会议制度，

由相关职能部门对园区规划建设内容进

行联合审议。

（3）监督管理环节：强化目标引导，

赋权基层供后监管

在用地绩效评估和产权转让管控方

面，市级政府同样以目标引导为主，要

求各区强化项目考核评价和监督管理，

与开发主体签订产业项目履约监管协议，

组织开展供后土地利用效率评估等。区

级层面则进一步细化供后监管要求，如

明确产业招引正负面清单、制定投资密

度和纳税强度底线指标、提出土地和厂

房租赁要求等，赋权镇街政府与开发主

体签订《投资开发建设协议》，针对具体

项目明确投资额、纳税额、租售对象等

详细要求，对违约情况追究相应责任，

并由区相关机构牵头开展履约评价和后

期督办。见表3。

2.3 东莞：集中型治理的镇村工业园连

片整备

2.3.1 产业空间的演进与转型概况

与佛山相比，东莞产业空间“自下

而上”供给的特征更为突出[30]。改革开

放初期，大量村组利用毗邻香港且同宗

同源的优势，吸引港资企业回乡办厂，

形成以饭堂、祠堂、礼堂等为载体的

“三堂”经济。进入1990年代后，以镇、

村为主体，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租

地模式”承接大量外资企业的生产环节，

形成规模庞大的镇村工业园，为东莞经

济腾飞提供重要支撑，但也带来无序扩

张和厂村混杂的问题。2008年后，为了

吸引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和人才外溢，推

动产业升级，市政府相继启动了松山湖

科技产业园区、东莞生态产业园、长安

新区等高科技产业园的建设，在市域边

缘和镇街交界处建起一批市级大型产业

新城，同时上收集体土地供应权，严控

村级工业园的进一步扩张。

随着土地开发强度逼近极限，可用

增量土地严重不足，占全市工业用地

81%的镇村工业园成为东莞拓展产业空

间、招引新兴产业的重要潜力资源。

2021年起，东莞相继谋划了 7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基地、10大标准化产业片区和

60个现代化产业园区，试图通过市镇协

同开展增量土地收储和低效工业用地再

开发，连片整备规模化用地，打造一系

列高品质产业载体。截至2023年，东莞

已整备连片产业空间 5.3 km2，为招引龙

头企业提供了重要空间保障。然而既有

整备工作以增量开发和存量未建土地盘

活为主，旧厂房改造的进度相对滞后，

尚待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促进转型目

标的有效达成。

2.3.2 转型路径：聚焦前中端的集中型

治理

与苏州、佛山不同，东莞在历史变

迁中形成了特殊的“市—镇”两级架构，

市级政府直面34个镇级行政主体，沟通

协调成本急剧上升，且各镇街尽管具备

一定的县级行政管理权限，但人员配置

和治理能力相比区县级政府仍有差距。

为了确保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各镇街有

效执行市级目标，实现规模化土地收储

和高品质产业园建设，市级政府上收土

地整备和开发建设环节的控制权，强化

目标指引和检查验收，提供激励政策，

指导镇街具体工作，整体形成了“市指

导、镇实施”的集中型治理格局。

（1）土地整备环节：细化空间管控，

落实改造规模硬任务

在改造空间和规模方面，为保障集

中打造规模化产业园区，市级政府通过

全域摸查和统筹规划，确定各镇街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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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佛山市顺德区村级工业园改造分类指引方案［29］

Fig.3 Planning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industrial parks i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表3 佛山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控制权分布矩阵
Tab.3 The control rights matrix for transforming the built-up industrial spaces in Foshan

控制权

目标设定权

检查验收权

激励分配权

土地整备环节

改造空间

市政府

区政府

区政府

改造规模

市政府

市政府

区政府

开发建设环节

开发模式

市政府

区政府

区政府

建设品质

市政府

区政府

区政府

监督管理环节

用地绩效

市政府

区政府

区政府

产权转让

市政府

区/镇街政府

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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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具体范围（图 4），经与镇街政府

沟通协商后予以固化，进而每年制定园

区内旧工业改造规模的硬任务，将其作

为镇街班子年度考核的重点，提高评价

权重，进行排位竞赛，以此加强园区内

的改造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专项

借款和专项债券等融资支持、提高工业

用地容积率上限、优先保障用地指标、

简化审批流程等激励措施，提高镇街推

进园区改造的动力。

（2）开发建设环节：强化政府主导

模式、深入指导空间规划

在开发模式方面，市级政府进一步

上收控制权，确保政府能够掌握足够土

地资源，如在现代化产业园区政策中，

提出“3个1/3”政策，即1/3用地由政府

收储整备形成产业净地，1/3用地由村集

体和市镇属国企合作改造为低成本产业

空间，1/3用地可由市场主体改造为高标

准厂房。为了提高镇街主导改造的积极

性，市级政府发动市属国企参与到园区

开发建设工作，通过提供资金开展“做

地”工作，与镇街合作推进园区改造，

并被纳入政府主导类项目。

在建设品质方面，市级政府出台园

区统筹规划指引，对园区规划的功能占

比和布局、设施类别和配建指标、保障

房建设要求、城市设计导向和要点、路

网密度等予以明确，并由市级部门对规

划方案进行具体指导和审查批复，确保

园区整体空间品质。

（3）监督管理环节：赋权镇街实施

绩效评估和供后监管

在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市级政府

将重心放到了前端土地整备和中端开发

建设环节，对后端监督管理环节的引导

与把控相对有限，主要由镇街政府结合

全市既有标准和地方实际，明确投资密

度、亩均产值和纳税强度等，与开发主

体或入园企业签订投资监管协议，约定

违约责任，开展土地利用绩效评估和转

租转让管控等监管工作，确保高效利用

土地资源。见表4。

3 控制权分配的形成机制与治理

成本

通过对比苏州、佛山、东莞的存量

产业空间转型实践，可以看到三地形成

了差异明显的控制权分配格局和治理模

式。那么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它

们如何作用于控制权分配？不同控制权

分配格局下，又会带来怎样的治理成本

和成效？下面就此做进一步讨论。

3.1 多元因素作用下的控制权分配策略

3.1.1 地方行政架构影响下的控制权初

始分配

地方行政架构和治理能力的不同，

使地方行政工作开展呈现显著的路径依

赖，对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控制权分

配具有深刻影响。苏州“强市+强区”且

相对均衡的行政架构，更易形成“发包

型”治理模式，通过把控核心工作的目

标设定权和检查验收权，同时下移激励

分配权，适当赋予各区能动性，引导其

高质量探索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佛山高

度分权且各区差异较大的行政格局，使

其更多采用“松散型”治理模式，通过

大幅度赋权强区试点，下移检查验收权

和激励分配权，激励其全面推进村级工

业园改造；东莞“市—镇”两级行政架

构下，为了有效贯彻市级发展意图，更

倾向于在新一轮产业空间转型中采取

“集中型”治理模式，通过上收控制权，

指导基层政府按要求推动存量改造，集

中力量打造高品质产业空间。

3.1.2 存量转型目标引领下的控制权二

次分配

不同城市由于产业发展阶段和存量

空间特征的不同，面临的转型目标和工

作重心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影响了控制

权在不同环节的分配。对于苏州而言，

市级政府尚有较大规模增量土地落位重

大战略，对存量改造规模的依赖相对更

图4 东莞市现代化产业园区划定情况
Fig.4 The deline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parks in Dongguan

控制权

目标设定权

检查验收权

激励分配权

土地整备环节

改造空间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改造规模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开发建设环节

开发模式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建设品质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监督管理环节

用地绩效

镇街政府

镇街政府

镇街政府

产权转让

镇街政府

镇街政府

镇街政府

表4 东莞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控制权分布矩阵
Tab.4 The control rights matrix for transforming the built-up industrial spaces in Do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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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更加注重改造后的空间品质及利用

绩效，因此在全流程目标设定基础上，

重点把控项目规划审批、强调供后监管，

对改造规模的验收则具备较大弹性。佛

山面对规模庞大且隐患突出的村级工业

园，主要关注改造规模与空间释放，因

此市级层面将改造规模的控制权上收，

作为重点考核要素，并赋予各区弹性探

索空间，鼓励通过创新多元模式加大改

造力度。东莞为破解多元利益主体制约

下的空间碎片化瓶颈，意图依托存量空

间连片改造打造优质产业平台，因此把

土地整备和开发建设环节的控制权集中

上收到市级层面，将工作目标直接转化

为考核任务，并提供激励措施，以指导

和推动各镇街开展工作。

3.1.3 不同环节交易成本制约下的控制

权最终分配

进一步考察三地实践，可以看到在

土地整备、开发建设、监督管理三个环

节中，控制权集中程度均呈现逐渐弱化

的趋势，这背后隐藏着交易成本的制约

作用。对于市级政府而言，土地整备环

节面对的主体主要为区或镇级政府，开

发建设环节面对的主要为项目开发主体，

监督管理环节面对的则是规模庞大的空

间使用主体，随着主体数量的增加，信

息获取和沟通协调的难度大幅抬升，交

易费用和治理成本随之扩大。为了合理

控制治理成本，有效应对和协调多元主

体的复杂诉求，市级政府只能将控制权

进行合理下放，通过下级政府的地方分

治实现更有效的空间治理。

3.2 不同控制权分配带来的治理成本

差异

3.2.1 控制权分配格局对治理成本的

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治理成本在制约控

制权分配的同时，控制权分配也带来了

治理成本的差异。总体而言，控制权越

集中，越有利于治理目标的贯彻，但市

级政府需要应对的主体和事项也越多，

引发的治理成本相应提高。

在集中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内部层

级间有着高度敏感的互动，有利于城市

宏观目标自上而下传导落实，但会带来

较高的协调成本，甚而引发基层政府主

动性的丧失，使地方性事务的解决能力

被弱化[11]，更适用于存量产业空间转型

中的核心环节和具备重大战略意义的项

目。在发包型治理模式中，通过考核关

键要素，并放权基层政府多元探索，可

以有效降低治理成本，提高基层政府的

主动性，但在检查验收环节可能面临基

层的变通和共谋，使目标落实存在一定

偏差，更适用于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

重点管控环节，特别是改造规模、建设

指标等易于考核的要素。松散型治理模

式中，通过下放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

权，可以有效降低市级政府的治理成本，

但面临治理目标偏离的风险，更适用于

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验收成本较高的一

般环节。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市级层面

围绕核心目标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控制权

分配，通过上收核心环节和重大项目的

控制权，下放一般环节控制权，在确保

目标有效落实的同时，合理抑制总体治

理成本。

3.2.2 控制权工具选取对治理成本的微

观作用

在三地实践所呈现的丰富现实图景

中，除了控制权分配格局外，控制权工

具的选取同样深刻影响了存量产业空间

转型中的治理成本和绩效。例如在空间

管控方面，尽管苏州和东莞的检查验收

权均掌握在市级政府手中，但苏州对空

间的管控更偏底线约束，只要位于工业

保障线内，均可推进“工改工”项目，

具有更大的选择弹性；而东莞的空间管

控则细化到 3 km2左右的具体园区范围

内，项目选址的弹性大幅收缩，不可避

免地带来上下级政府间的治理张力和成

本抬升。可以看到，不同空间管控工具

的选取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控制强度，从

而引发治理成本的差异。

除此之外，通过支撑性与激励性的

政策工具供给（如苏州搭建企业综合评

价平台）、地方国企的资源下沉和市场化

运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落实上

位目标，同时避免治理成本的显著抬升，

形成更加柔性的治理格局。见表5。

4 政策建议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围绕存量产业空间转型

中的“土地整备—开发建设—监督管理”

全流程搭建控制权扩展分析框架，实证

分析三个典型城市，考察产业空间改造

中的控制权分配格局、形成机制和治理

成本，为分析存量发展语境下的政府内

部互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本次研究，我们认为在存量产

业空间转型中，地方政府需要基于自身

行政架构、具体转型目标和不同环节治

理成本，对控制权分配格局和政策工具

进行精细化设计，避免目标过渡泛化，

针对最核心的工作目标适当上收控制权，

确保城市宏观意图有效落实，同时在其

他环节适当放权，以激发基层政府的主

动性，降低总体治理成本。此外，还需

注意到，一个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在存

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治理能力和目标并

不完全相同，我们建议通过更加精细化

的空间划分和控制权设计，精准适配不

同地区的特征和任务需求，提供差异化

的政策供给（如针对有限的重大战略地

区上收控制权，一般地区则适度下放），

以进一步协调各级政府间的诉求差异，

形成发展共识和激励相融，助力城市存

量产业空间持续转型发展。

再开发环节

土地整
备环节

开发建
设环节

监督管
理环节

改造空间

改造规模

开发模式

建设品质

用地绩效

土地转让

苏州

工业保障线底线管控

三年改造任务考核

赋权各区探索多元模式

规划底线要素管控

工业企业综合评价体系

规定监管协议基本内容
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

佛山

产业发展保护区引导

年度改造任务考核

赋权各区探索多元模式

园区验收标准指引

赋权各区开展绩效评估

赋权各区签订监管协议

东莞

园区改造范围管控

年度改造任务考核

政府主导规模占比管控
发动市属国企参与

园区统筹规划审批

赋权镇街开展绩效评估

赋权镇街签订监管协议

表5 苏州、佛山、东莞市级政府在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主要控制权工具比较
Tab.5 The main control tools adopted b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s of Suzhou, Foshan. and Dongguan in the trans⁃
formation of built-up industrial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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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地存量产业空间转型的具体

控制权设计，本次研究建构的控制权扩

展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政策“设计—

评估—优化”的全过程支撑工具，通过

这一工具可以厘清不同目标导向和行政

架构下的控制权分配方案，也可针对既

有政策开展评估，识别目标落实和治理

瓶颈的关键卡点，从而提出政策改进的

策略，促进空间治理格局的优化和地方

治理能力的提升。

需要强调的是，受篇幅所限，本文

主要通过不同城市的典型实践，针对控

制权分配进行了类型学上的静态比较研

究。而事实上，一个城市或地方的存量

产业空间转型实践中，控制权的分配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改造目标和治理

成本的变化，控制权的分配会相应发生

动态演进。另外，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

的控制权分配并不仅受政府内部权威关

系影响，土地原权利人和市场主体同样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多方主体的

共同作用下，存量产业空间转型中的控

制权会如何分配和演进，还有待后续研

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注释

① 为便于直观理解和横向比较，本文结合高

度关联型、发包制、松散关联型三类治理

模式的概念内涵，分别将其概称为：集中

型治理、发包型治理、松散型治理。

② 苏州近年来积极推动基层治理改革，通过

成立介于区和街道之前的功能区层级，整

合街道的财政、建设、经济发展等事权，

形成经济建设的基层治理主体，而原有街

道则逐步回归社会服务职能，实现政经双

线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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